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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及

演进研究: 1952 ～ 2012*

◎ 王欣亮 严汉平

内容提要 本文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为主题，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基

于时间演进和空间分解的双重视角，分别对我国整体、板块以及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测算分解以及收敛趋势分析，测算结果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

趋势，其间随经济体制的变动及宏观政策的调整呈现出四个明显阶段，而我国板块及各

省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及变化阶段性。从而提出政府应降低市场调控

范围与力度，并促进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注重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质量，完成跨越式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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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中存

在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区域经济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引起学界对

我国经济协调性和持续性的关注和忧虑，并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蔡昉、都阳、王美艳，①王小鲁、樊纲、刘

鹏，②钞小静、任保平③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测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

进行分析。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能够看到，区域经济增长来源于两部分———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其中，技

术进步不仅是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区利用后发技术优势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进步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性和持续性具有积极作用。而全要

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区域科技进步的指标，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释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收入差异、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因素。

刘国光、李京文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王志刚等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④在具体测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 1952 ～ 1990 年间的全要

素生产率，得到结论认为在研究时段内，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率约为 0． 02%。⑤王小鲁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

* 本文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三秦学者”岗位支持项目资助。
① 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②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③ 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④ 王志刚、龚六堂、陈玉宇:《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 1978 － 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⑤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世界经济》199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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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953 ～1999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 1953 ～ 1978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 － 0． 17%，而 1979

年至 1999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 1． 46%。① 王志刚等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解发现，我国全要素

生产率差异呈现由东部到西部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相同。而彭国华、李静、郭庆旺等学

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我国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② 此外，在学术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也

常用来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庆旺和贾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吴磊等。

纵观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几个层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 现阶段研究呈现出由整体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首先，在初始阶段，关于全要素生

产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时序下我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其次，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关于全

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逐步选择以板块、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赵伟、马瑞永对我国自 1980 ～ 2003 年的省域

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 ③金相郁对 1996 ～ 2003 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了测算。④ 再次，近年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开始转向对特定微观主体的研究，例如特定行业、城市以

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陈丰龙和徐康宁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王兵、朱宁选择我国银行

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全要素生产率。⑤

第二，在研究时段方面: 现阶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选择性的特点。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时段一致性等

因素的考虑，当前关于国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多选择改革开放后作为研究时段起点，如支道隆、李

京文、郭庆旺和贾俊雪、郑京海和胡鞍钢、李斌和赵新华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国以后的整体时域为研究

对象，将研究时段的起点选择至 1952 年，如舒元、王小鲁、张军和施少华等。但是纵观这些研究，其所处的年

份均较早，而缺乏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这可能与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关于研究对象及热点的变化相关，从而导

致上述研究的时效性受到影响。

第三，在研究结论方面: 现阶段研究呈现出一致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其中，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表现

为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驱动为主、技术驱动不足的问题，可见张

军、⑥邓翔和李建平、⑦傅晓霞和吴利学⑧等的研究; 而研究结论的分散性表现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

面。而这些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因此，选择

较低干扰性和较高仿真性的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尽可能优化的测算方法对于科学、真实的研究结论的获得具

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上述对于现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可知，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对于建国以来整

体时间段下我国省域及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数值估算及演进分解的研究较少，且在现有研究中，由于

在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

1952 ～ 2012 年为研究时段，分别以我国整体、四大板块以及各省域为研究对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

率，并通过时间及空间双重视角对其收敛情况进行评判，进而结合宏观政策演进的视角对存在特征及变动

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提供

相应的政策建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 期。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1979 －2004》，《经济研究》2005 年第 6 期。
赵伟、马瑞永、何元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基于 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5 年第 7 期。
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 1996 － 2003》，《经济评论》2007 年第 9 期

王兵、朱宁:《不良贷款约束下的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 年第 6 期。
邓翔、李建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管理世界》2004 年第 11 期。
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 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管理世界》2006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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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解

在现阶段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研究中，常用测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索罗残差

法以及基于时间序列的生产函数法。而上述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罗残差法应建立在完备制度

的假设基础上，生产函数法则难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备的分析变量。此外，格罗斯科普夫指出上述两种方法

均建立在研究单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设之上，其会导致估算结果有偏。①

因此在本文中，将采用承认无效率存在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数法 ( Malmquist 指

数) 来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通过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能够区分增长来源于技术的进步

还是效率的提高，而这样的分解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以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模型的测算能够提高估算结果的自由度。②

本文以 1952 ～ 2012 年为研究周期，利用 Malmquist 指数对我国 28 个省③( 市、自治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行估算。计算的数据均来自于各省份统计年鉴，计算过程借助 DEAP2． 1 软件，计算出 1952 ～ 2012 年各年

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测算结果。可知，自 1952 ～ 2012 年，我国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

1． 1% ，就其分解结果来看，技术变化上升了 0. 2% ，而效率变化上升了 1% ，其中，纯技术效率上升了 0. 8% ，

规模效率上升了 0． 2% ( 见图 1) ，说明我国近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图 1 1952 ～ 2012 年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趋势图

而从时序层面的变化演进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变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 第一是 1952 ～

1962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规模效率保持持续增长，主要由于建国

初期，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力发展重工业，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间技术水平的低位拉动是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 1962 ～ 1976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

的趋势，而波动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的交替变动，其可能的解释是在文化大革命等特殊的历史

时期中，政策导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三个阶

段是 1976 ～ 2012 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平稳上升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

均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而规模效率变化在 1990 年之前为负增长，这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调

拨的资源配置形式阻碍了规模效率的提升，而在 1990 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从而促进了规模效率的提升。此外，这一阶段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

①

②

③

Grosskopf，S．，“Some Ｒ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no． 20，1993，pp． 459 －474．
岳书敬、刘朝明:《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经济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在研究范围方面，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西藏、海南的数据，并将 1997 年成立的重庆市数据划入四

川省进行计算，最终选择我国 28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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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以 1998 ～1999 年的变动界线，即在 1998 年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较高位增长，最高的年增长率

达到 15%，而在 1999 年之后，则进入了平稳增长期，这与郑京海、胡鞍钢、①金相郁②的研究结论相近。

同时计算出我国部分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变化情况的结果表明，1952 ～ 2012 年我国绝大多数

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6． 8% ，其次是浙江、北京、天

津，增长率分别为 5． 7%、4． 8%、4%。而上述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这说明在

我国现阶段发展中，已经逐步开始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后发优势，以促进区

域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省份为甘肃、贵州、陕西、云南、山西、宁夏、内蒙古。纵观上述省份，除

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区。这主要是源泉于历史发展条件、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战略等因素，使我国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成为率先发展地区。而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部地区进行了包括劳动

力、资本以及科技资源等多层次的要素输出，影响了本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区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国的资源大省、近年

来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结合本文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到，这些省份在依托资源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

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能陷入了“资源的诅咒”的困境。

为了更明显的表现出我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下文分别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部地区作为四个决

策单元( DUM) ，用 DEA 方法测算 1952 ～ 201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1952 ～ 2012 年四大板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

效率变化
effch

技术变化
techch

纯技术效率变化
pech

规模效率变化
sech

TFP 变化
tfpch

东部 1． 002 1． 054 1． 000 1． 002 1． 057
中部 0． 992 1． 004 0． 991 1． 001 0． 995
西部 0． 989 0． 972 0． 993 0． 995 0． 961
东北 1． 000 1． 031 1． 000 1． 000 1． 031

现阶段研究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二是通过促进技

术进步提升生产率。而通过上述测算结果能够看出: 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保持 5． 7% 的增长率，东北地区

的全要素增长率为3． 1%，但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分别保持了0． 5%和3． 9%的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

于: 一是在生产要素方面，基于中国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中西部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东

部地区转移，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二是在技术进步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在接受国外技术

转移、培育自身科技发展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优势。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发展条件等原因，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成为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集聚地。其中，东部地区得利于我国坚持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东北地区则自建国

以来就是老工业基地，具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而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区位条件还是自身发展状况

方面，都与东部及东北地区具有较大的差距，这导致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机会较少。而中西部地区所拥有

的比例较高的国有经济，则大多居于垄断地位且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导致一般技术效率较低。

三、基于时间及空间视角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性分析

1. 时间视角下的全要素收敛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时段变动情况，拟采用 β收敛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情

况进行考察。鉴于面板数据在自由度、信息量以及对象异质性处理等方面存在的优势，本部分采用 1952 ～ 2012

年我国 28 个( 市、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进行 β收敛分析，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见表 2) 。

①

②

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 1979 －2001 年) 》，《经济学》( 季刊) 2005 年第 1 期。
金相郁:《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决定因素: 1996 －2003》，《经济评论》2007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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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模型估算中，首先对整体研究时段的全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收敛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从 1952 ～ 2012 年，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状态，即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为了厘清省域全要

素生产率差异在研究时段中的发展及演进历程，本文结合宏观政策的变动，将整体研究时段划分为以下三

个时段进行分析:

表 2 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时段收敛性检验结果

时段 1952 ～ 2012 1952 ～ 1978 1979 ～ 1999 2000 ～ 2012

C
数值 0． 01949＊＊＊ － 0． 04347＊＊＊ 0． 07847＊＊＊ － 0． 01353
t 检验 6． 17799 － 4． 10542 21． 5661 － 1． 48701

LnTFPit
数值 0． 02326＊＊＊ － 0． 00840 0． 04678＊＊＊ 0． 091018＊＊＊

t 检验 10． 0238 － 0． 67795 7． 93133 5． 34741
F 检验 101． 553 6． 21446 3． 12246 5． 61831

收敛速度 ρ － 0． 02299 0． 00843 － 0． 04572 － 0． 0871
Hausman Test 3． 31379 16． 1165 43． 5945 22． 7341

模型类型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注:＊＊＊、＊＊、* 分别表示该参数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第一阶段是 1952 ～ 1978 年: 在 这 一 阶 段，我 国 省 域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呈 收 敛 发 展 趋 势，收 敛 速 度 约 为

0. 0084。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背景是，我国采取的备战备荒的发展战略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

制，开展了支援三线建设，援建大西北等发展举措，将大批军工企业、科研院所迁往西部偏远地区。此外，由

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布局具有较强调控作用，在平均主义的发展目标下，各区域

呈现出发展模式的趋同化。综上，上述因素是该阶段省域生产要素趋同可能的解释原因。

第二阶段是 1979 ～ 1999 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的趋势。发散的速度约为

0. 0457。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背景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并在经济体制方面开

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具有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励生产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军工企

业及科研单位，由于机制限制，无法对当地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贡献。致使东部沿海与中

西部出现较大差异，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便呈现出发散的趋势。

第三阶段是 2000 ～ 2012 年: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发散的趋势，但相对于上一

阶段而言，发散速度有所提高，达到 0． 0871。在这一阶段中，宏观政策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

国已经全面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而东部地区通过要素集聚和规模效应实现了非公有

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国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自 1999 年我国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

列板块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以两江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而通过本文的估算能够得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发散的趋势，且发散趋势有所提高。这说明

现阶段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策扶持下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式的要素投入，属于外延式、

追赶式的发展方式。而要形成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的比较优势，

以促进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突破口，促进实现内涵式和跨越式发展。

2． 空间视角下的全要素收敛性分析

为了尽量降低初始发展水平差异对于收敛估算结果的影响，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类型区域全要素生产

率的演进和变动状况，本文采用俱乐部收敛的研究思路，对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研究时段中的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在俱乐部收敛的区域板块划分中，鉴于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这种既定的区域划分方法，且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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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泰尔指数等研究范围的一致性，本文研究仍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而在研究时段选择方面，为了

保持与整体研究的一致性，仍分别对 1952 ～ 2012 年、1952 ～ 1978 年、1979 ～ 1999 年、2000 ～ 2012 年四个时间

进行分析，估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板块收敛性分析

时段
Lnyit C

数值 t 检验 数值 t 检验
F 检验 收敛速度

东部

1952 － 2012 0． 027128＊＊＊ 6． 082185 0． 020987＊＊＊ 3． 249701 37． 28730 － 0． 0267666
1952 － 1978 0． 054283 1． 516267 － 0． 00082 － 0． 050822 1． 652276 － 0． 0528609
1979 － 1999 0． 017060＊＊＊ 4． 269893 0． 063686＊＊＊ 11． 40954 16． 03376 － 0． 0169161
2000 － 2012 0． 017746 0． 634442 0． 027747 0． 727782 2． 241187 － 0． 0175904

东北

1952 － 2012 0． 023850* 1． 729605 0． 010934 1． 251867 1． 278350 － 0． 02357
1952 － 1978 0． 157967＊＊＊ 2． 856017 0． 011856 0． 797461 3． 911669 － 0． 1466659
1979 － 1999 0． 010247 1． 018876 0． 048424＊＊＊ 5． 136330 0． 950274 － 0． 0101949
2000 － 2012 － 0． 029099* － 1． 905872 0． 034148 1． 862539 2． 668248 0． 02953077

西部

1952 － 2012 0． 021518＊＊＊ 3． 283220 0． 021197＊＊＊ 3． 299366 3． 180346 － 0． 0212898
1952 － 1978 － 0． 005368 － 0． 538987 － 0． 05880＊＊＊ － 3． 648537 0． 279015 0． 00538246
1979 － 1999 0． 021315＊＊ 2． 362815 0． 082601＊＊＊ 10． 95579 1． 035908 － 0． 021091
2000 － 2012 0． 024949＊＊ 2． 519454 0． 030022＊＊ 2． 149327 5． 328610 － 0． 0246429

中部

1952 － 2012 0． 013843 1． 178204 0． 006219 0． 470074 0． 920679 － 0． 0137481
1952 － 1978 0． 011314 0． 853097 － 0． 046936＊＊ － 2． 55113 0． 709880 － 0． 0112505
1979 － 1999 0． 010115 1． 250449 0． 058791＊＊＊ 5． 523309 1． 531062 － 0． 0100642
2000 － 2012 0． 105523 1． 587744 0． 068724＊＊ 1． 976343 1． 739011 － 0． 1003185

注:＊＊＊、＊＊、* 分别表示该参数在 1%、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在此，分别对整体研究时段和分阶段研究时段两个层面对上述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研究时段来看，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未表现出收敛，即呈现为发散

状态。这表明，在四大板块内部各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不断提高。而就发散的速度而言，东部

地区发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其内部省域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增幅最大，说明东部地区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第二，从分时段来看，在 1952 ～ 1978 年中，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西部地区则呈

现收敛状态，但显著性水平为 12． 87%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 1979 ～ 1999 年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发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区最小; 在 2000 ～ 2012 年中，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率最大，而东北地

区则呈现为 10% 显著性水平下的收敛趋势。在上述分时段的估算结果中，虽然中国各板块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绝大多数时段中呈现出绝对 β 收敛，但是在分时段发散速度的演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变动规律，即东部和

东北地区都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提升的趋势，特别是自

2000 ～ 2012 年间，中西部地区省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发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

率所代表是区域的科技进步，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① 因此，对于这一估计结果表示的规

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作为建国初期在轻工业和重工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域，经

济发展起步较早，经过建国六十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的发展，现阶段已经逐步进入经济发展

方式转型期; 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 2000 年国家陆续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

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经济增长极。但是由于不同区域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从

① 陶长琪、齐亚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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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扩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现阶段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利用曼奎斯特指数法

( Malaquist 指数) 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并从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两个层面对全

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进而描绘其变动趋势及特征; 其次，分别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对我国省域及四大板

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并结合宏观政策背景对可能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上述

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就我国整体而言，从整体研究时段进行分析得出: 自 1952 ～2012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波动上

升的趋势。分阶段进行分析得到: 在 1952 ～ 1962 年、1962 ～ 1976 年以及 1976 ～ 2012 年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自 1952 ～1962 年为规模效率提升期，1962 ～1976 年为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交替下的波动期，1976 ～ 2012

年为技术效率拉动的平稳提升期，但其中存在 1990 年左右与 1998 年左右两个突变节点，这些变动趋势反映出: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经济体制的变动及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切合，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市场调控范围和力度的减弱，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就我国板块而言，自 1952 ～ 2012 年，在我国四大板块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其后依次

为东北、中部以及西部，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来自于技术变化，即生产前沿提升; 中

部和西部地区则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的变化。这表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处在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

模式下，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可持续性上存在问题。就分时段板块收敛性而言，中国各板块的全

要素生产率在绝大多数时段中均呈现出绝对 β 收敛，但是在演进中仍然存在一些变动规律，即东部和东北

地区都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递减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发散速度波动提升的趋势。由于在新经济

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是区域的科技进步，以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政府

而言，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应当在利用政策倾斜促进要素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同时，注重

培育落后地区内生性发展方式的形成，以促进技术进步为手段，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标准，以期促进落后

地区实现高质量、持续性的跨越式增长。

第三，就我国省域而言，自 1952 ～ 2012 年，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发散的趋势。其中，在 1952 ～ 1978

年间，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呈收敛发展趋势，其产生的宏观背景是在建国初期，我国采取了备战备荒的发

展战略，并开展了支援三线建设、援建大西北的发展举措，此外，在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较强操控的计

划经济体制中，在平均主义的目标下，省域间呈现出发展模式的趋同; 在 1979 ～ 1999 年，我国省域全要素生

产率呈发展趋势，而自 2000 ～ 2012 年，发展的速度有所提升，其产生的宏观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有经济的调整和转型。这表明，在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背景下，我国省域间经济发展质

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亟需利用政策工具在促进区域经济趋同化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的

驱动。此外，本文在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发现，山西、陕西以及内蒙古等我国资源大省，在经济高

速发展的同时，代表经济增长质量及发展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可能陷入了奥蒂提

出的“资源的诅咒”困境。因此，对于未来资源性区域的发展而言，更应当注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序利用，

重视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关系，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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